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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和伊朗跨界河流 
治理的双重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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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当前，国际水资源争端升级，跨界河流治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

点和难点。跨界河流治理有霸权护持、议题补偿、制度嵌入和身份建构四种模

式。同为伊斯兰国家、社会同质化、经济联系密切的阿富汗和伊朗之间的水资

源争端白热化，其背后是两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上游弱国阿富汗拥有地理

区位优势，掌握开发主动权；下游强国伊朗拥有政治经济优势，掌握外交主动

权。权力平衡是两国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内部根源。另一方面，美国占领阿富

汗后为遏制伊朗而支持阿富汗，印度出于对抗巴基斯坦的目的而支持阿富汗，

第三方的选边站队导致水资源争端国际化。域内外大国的权力斗争是两国跨界

河流治理困境的外部原因。要破解上下游、域内外双重困境，两国应在跨界河

流治理中对内抑制资源民族主义，对外获得必要的国际发展和安全援助，从利

益共生到安全共生，从单边治理到全流域共治，建立跨界河流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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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全球变暖加速和水污染日趋严

重，加上跨流域治理赤字、水资源分配谈判效率低下等问题，世界人均可用

淡水量继续呈下降趋势。水资源总量不足与分布不均是国际水冲突的客观因

素。在工业化不断加速、城市化不断推进、工农业用水量不断增长的背景下，

世界面临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从双边层面来看，跨界河流还被赋予

特殊的文化含义，如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象征，由此资源民族主义成

为地区水冲突的主观因素。在跨界河流水资源博弈中，捍卫水权成为各国国

内政治的动员工具，也是执政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能力与意

志的象征。① 于是，低政治领域的跨界河流治理问题上升为高政治领域的主

权和国家安全问题，使谈判陷入僵局，甚至引发外交危机乃至水战争。② 从

地区层面来看，水资源的匮乏与长期存在的族群矛盾、宗教冲突和领土纠纷

等因素相互叠加，加之域外大国介入，导致区域内跨界河流治理日益复杂化，

成为全球安全治理与发展治理的难点。 

阿富汗与伊朗同为西亚伊斯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传统、宗教信

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同质性。③ 阿富汗与伊朗在经贸领域也存在密切的

共生关系。④ 美军占领阿富汗后，超过 450 万阿富汗难民涌入伊朗，进一步

密切了两国的人员往来关系。然而，这两个同质化和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在跨

界河流治理领域的合作却裹足不前，双方在这方面的谈判陷入僵局，争端久

拖不决。2001 年美国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伊朗多次寻求同阿富汗新

政府就赫尔曼德河与哈里河的水资源开发及利用开展谈判，但阿富汗反应冷

淡，甚至在上游单方面启动大规模水电站项目，不愿同伊朗实现跨界河流的

                                                        
① Naho Mirumachi, “River Development and Bilateral Cooperation: The Lesotho Highlands 

Water Project Case Study,” in Velma Grover, ed., Water: A Source of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NH: 
Science Publishers, 2007, pp. 177-194. 

②  Bellie Sivakumar, “Water Crisis: From Conflict to Cooperation-An Overview,”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Vol. 56, No. 4, 2011, pp. 531-532. 

③ 阿富汗什叶派穆斯林哈扎拉人，约占该国总人口的 10%；阿富汗东北部的塔吉克

人，约占阿富汗总人口的 30%；这两大群体均与伊朗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④ 伊朗是阿富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阿富汗 70%的国际贸易经伊朗中转，两国在打击

毒品犯罪、难民、反恐等一系列议题上相向而行，合作密切。Bruce Koepke, “Iran’s 
Relations with Afghanistan’s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in Amin Saikal, ed., The Arab World 
and Iran: A Turbulent Region in Transi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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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治理；伊朗也采取反制行动，驱逐阿富汗难民，威胁暂停阿富汗中转贸

易和电力供应。 

针对阿伊在跨界河流治理中面临的难题，既有研究主要从“谈判能力说”

“非对称权力说”和“国际环境塑造说”三个维度进行分析。首先，“谈判

能力说”认为，国家谈判能力不足影响跨界河流治理效能。一般而言，跨界

河流治理有助于上下游国家共同维护生态环境、开发河港、发展国际航运、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① 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对相对收益的预期依

赖于对等的外交谈判。② 弱国阿富汗缺乏与强国伊朗开展水权谈判的议价能

力，担心过多让渡水权会遭到国内民众批评，导致两国迟迟未能启动水资源

谈判。③ 与伊朗相比，阿富汗缺乏训练有素的水文气象专家和国际法知识渊

博的外交官，而且连年内战导致阿富汗水文信息严重缺失，这是阿富汗政府

不敢同邻国开展水权谈判的主要原因。④ 其次，“非对称权力说”认为，上

下游国家的权力分布影响跨界河流治理。跨界河流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分别塑

造了两类“水霸权”，前者是自然环境赋予上游国的天然区位优势，后者源

于流域内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就前者而言，地理位置赋予的优势地位，使

上游国家即使处于结构性权力的劣势地位，也可以拒绝下游强国的强制性合

作。⑤ 就后者而言，流域强国可以通过强制性霸权、功利性霸权、规范性霸

                                                        
① Sadoff W. Claudia and David Grey, “Beyond the River: The Benefits of Cooperation,” 

Water Policy, Vol. 4, No. 5, 2002, pp. 389-403; and Ashok Swain, “Water and Post-conflict Peace 
Building,”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Vol. 61, No. 7, 2016, pp. 1313-1322. 

② Pfetsch R. Frank, “Power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Symmetry and Asymmetry,” 
Négociations, Vol. 16, No. 2, 2011, pp. 39-56. 

③ Thomas Vincent et al., “Developing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What Perspectiv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Afghanistan, Iran, and Pakistan?” Afghanista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t, May 2016,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5742a3ea4.html; Jeroen Warner, Neda Zawahri, 
“Hegemony and Asymmetry: Multiple-chessboard Games on Transboundary Rivers,”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Vol. 12, No. 3, 2012, pp. 215-229; 
Barret Scott, Environment and Statecraft: The Strategy of Environmental Treaty-mak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3, 1992, pp. 466-496. 

④ Matthew King and Benjamin Sturtewagen, “Making the Most of Afghanistan’s River 
Basins: Opportunitie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East West Institute, February 2010, 
https://www.eastwest.ngo/sites/default/files/ideas-files/Afghanistan_Water.pdf. 

⑤  Shlomi Dinar, “Power Asymmetry and Negoti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iver Basins,”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Vol. 14, No. 2, 2009, pp. 329-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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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等手段，胁迫弱国参与由霸权国主导的合作机制。① 再次，

“国际环境塑造说”认为，国际环境塑造格局，格局影响跨界河流治理。文

森特（Thomas Vincent）和华纳（Jeroen Warner）提出，阿富汗得益于多极

化的国际环境，抓住了伊朗因核问题而遭国际社会孤立的机会窗口，引入第

三方力量，利用美国和北约的军事与财政支持，平衡伊朗的影响力，维持其

在哈里河上修建水电站的单边开发权。② 

以上国内外学者对阿富汗和伊朗跨界河流治理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但

未能解释为什么两国跨界河流谈判迟迟未能重启，而其他地区的跨界河流治

理却实现了机制化。同样因跨界河流而形成上下游关系，为何欧洲的莱茵河、

北美的科罗拉多河、南美的亚马孙河等形成了流域内共同开发机制，而阿富

汗和伊朗至今难以推进国家间水资源谈判与河流治理？中亚、南亚、西亚和

非洲地区的跨界河流流域不仅缺少稳定的合作机制，而且常因水源分配与水

电站建设等问题而引发外交危机。③  

本文拟对阿富汗和伊朗的跨界河流争端进行过程追踪，探讨两国难以开

展实质性合作的根源，分析两国水争端安全化和国际化背后的双重困境。 

 
一、上下游博弈：阿伊跨界河流争端的内部根源 

 

阿富汗是多条跨界流域的上游国家，拥有优先开发河流的水权力

（hydropower）。阿富汗境内有三条主要的跨界河流，分别是流向巴基斯坦

的喀布尔河（Kabul River）、流向伊朗的赫尔曼德河（Helmand River）以及

                                                        
① Mark Zeitoun and Jeroen Warner, “Hydro-hegemon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Water Policy, Vol. 8, No. 5, 2006; 李昕蕾：《冲突抑或合作：

跨国河流水治理的路径和机制》，《外交评论》2016 年第 1 期，第 126—152 页。 
② Thomas Vincent and Jeroen Warner, “Hydropolitics in the Harirud/Tejen River Basin: 

Afghanistan as Hydro-hegemon?” Water International, Vol. 40, No. 4, 2015, pp. 593-613; and 
Thomas Vincent et al., “Developing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What Perspectiv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Afghanistan, Iran, and Pakistan?” Afghanista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t, 
May 2016. 

③ 例如，埃及反对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上游修建复兴大坝，巴以因约旦河水资源分配

而爆发冲突，土耳其同叙利亚和伊拉克围绕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争端悬而未决等。

Adel Darwish, Water Wars: Coming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Victor-Gollancz,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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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伊朗和土库曼斯坦的哈里河（Harirud River）。① 2001 年美军入侵阿富

汗后，卡尔扎伊（Hamid Karzai）和加尼（Ashraf Ghani）领导下的阿富汗政

府均未能同邻国就跨界流域水源分配问题展开实质性谈判，反而单方面推进

跨界河流的水电站项目，伊朗则不断向阿富汗提出抗议和警告。赫尔曼德河

与哈里河是阿伊之间最重要的跨界河流。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生态环境

的恶化与人口快速增长，两国为满足国内粮食消费均大力发展灌溉农业，积

极推进水电站项目，造成水资源缺口日益增大。两国未能就跨界河流水资源

分配与合作开发达成协议，成为地区安全隐患。 

（一）阿伊关于赫尔曼德河流域的水资源争端 

鉴于赫尔曼德河 ② 对沿岸居民生活与生产用水的重要价值，阿富汗政

府早在 1947 年就开始对赫尔曼德水系进行水文研究，1949 年 11 月成立赫尔

曼德河流域管理局（HVA），综合开发该流域的经济价值。③ 阿伊围绕赫尔

曼德河的水资源争端由来已久。伊朗巴列维（Mohammad RezāShāh Pahlavi）

政府与以穆罕默德·查希尔（Mohammed Zahir Shah）为国王的阿富汗政府

曾商讨该河水量分配问题，但未达成共识。1948 年，在美国的斡旋下，两

国同意设立赫尔曼德河三方委员会，研究赫尔曼德河水文信息并提出争端解

决方案。1951 年，该委员会发布报告，建议伊朗在赫尔曼德河水域的份额

为每秒 22 立方米。伊朗方面认为该水量不能满足其需求，分配方案偏袒上

游国家阿富汗，故拒绝了美方的调解。 

此后，两国进行了多轮磋商，最终达成了水资源分配方案：伊朗向阿富

汗提供港口使用权，为阿富汗转口贸易提供便利，阿富汗同意增加伊朗的水

份额。 1973 年，双方签订了《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

                                                        
① 第四条为阿姆河(Amu Darya)，上游叫喷赤河（Panj River），该河流为阿富汗与塔吉

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界河，不符合本文“跨界河流”的标准。 
② 赫尔曼德河发源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部，向西流入伊朗境内，最终流入伊朗锡斯坦

—俾路支斯坦省的哈蒙湿地（Hamun Oasis）。该河全长 1 150 千米，流域面积 38.6 万平方公

里，年径流量约为 120 亿立方米，其中 30 万平方公里位于阿富汗境内。 
③ John Shroder and Sher Jan Ahmadzai,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in Afghanistan: 

Climate Change and Land-Use Implications, New York: Elsevier, 2016, pp. 13-36. 哈蒙地区包括

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边境锡斯坦（Sistan）内河流域的一个季节性湖泊和湿地，总面积约

为 40 万平方公里，分布在阿富汗南部（占流域的 81.4%）、伊朗（15%）和巴基斯坦（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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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ghan-Iranian Helmand River Water Treaty）。条约规定：下游国家伊朗可

从赫尔曼德河获得平均每秒 26 立方米（相当于每年 8.11 亿立方米）的水量，

其余水量归阿富汗支配。作为回报，伊朗则须向阿富汗开放境内的阿巴斯港

（Abbas）和恰巴哈尔港（Chahbahar）的使用权，为内陆国阿富汗提供国际

贸易走廊。① 为提高双边制度化合作水平，两国同意成立赫尔曼德河委员会，

共同处理水量监测与分配问题。 

然而，阿伊未能形成长效合作机制。首先，两国国内局势相继陷入动荡，

包括 1973 年阿富汗政变、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及苏联入侵阿富汗、1994

年塔利班的崛起、2001 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等，双边水合作失去稳定的

政治保障。其次，条约的执行难度大。《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

第四条为“灵活性条款”，即河流水量低于正常年份时，阿富汗有权减少分

配给伊朗的份额。水量检测等技术性问题一旦被政治化，上游国家阿富汗便

拥有与邻国伊朗讨价还价的能力，如以缺乏水文数据为借口拖延谈判，甚至

拒不履行条约的规定。这为两国愈演愈烈的水争端埋下隐患。 

1998 年，阿富汗塔利班对哈扎拉人、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实施了报

复性打击，造成至少 2 000 人死亡，其中 11 名伊朗外交官和记者遇害。② 伊

朗与塔利班政权的关系迅速恶化，赫尔曼德河水源分配问题再度凸显。受两

国关系恶化的影响，赫尔曼德河流入伊朗境内的水量大幅减少，塔利班一度

收紧赫尔曼德河上的卡贾基大坝（Kajaki Dam）向下游的供水，切断流往伊

朗的水流，进一步引起伊朗的不满和抗议。2000 年前后，伊朗遭遇史上最

严重干旱。在上游限水与下游干旱的双重冲击下，哈蒙湿地的生态系统遭遇

历史性危机，湖水干涸导致渔业资源大幅下降，居民失去生计，下游流域的

沙尘暴波及 124 个村庄，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③ 为此，伊朗在联合国

                                                        
① Fatemeh Aman, “Water Dispute Escalating between Iran and Afghanistan,” Atlantic 

Council, August 2016, p. 2, 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resrep03471.pdf; and Ahmad Majidyar 
and Ali Alfoneh, “Iranian Influence in Afghanistan: Imam Khomeini Relief Committee,” Middle 
East Outlook, No. 4, 2010, https://www.aei.org/wp-content/uploads/2011/10/No-4-Middle 
-Eastern-Outlook-g.pdf?x91208. 

② 孙德刚、章捷莹：《复合身份政治：西亚大国参与阿富汗安全事务的三重维度》，《国

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127 页。 
③ Andrew Houk, “Transboundary Water Sharing: Iran and Afghanistan,” Stimson, Center , 

March 22, 2011, https://www.stimson.org/2011/transboundary-water-sharing-ira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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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诉阿富汗塔利班阻断赫尔曼德河，要求联合国采取强制措施，敦促塔利班

保障伊朗公民依法享有的水权。① 2001 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伊朗立即开

展外交攻势，同阿富汗临时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举行谈判，呼吁阿富汗认

真履行《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保证向伊朗提供充足水量。2002

年 12 月卡尔扎伊政府恢复河流供水，但伊朗认为阿富汗并未提供足额水量。

阿富汗则援引条约的“灵活性条款”，称季节性干旱和气候变化导致流入伊

朗境内的水量不足。② 两国围绕跨界河流的水资源争端仍未尘埃落定。 

鲁哈尼（Hassan Rouhani）担任伊朗总统后，伊朗频频利用阿富汗难民

问题向阿政府施压，敦促其重新修订《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

商讨哈里河水分配问题。阿富汗政府则以水资源谈判为诱饵，呼吁伊朗维护

阿富汗难民的权利。③ 2019 年加尼在阿富汗总统大选中获胜后，伊方不支

持阿方新总统，称支持加尼的条件是两国签署战略合作文件，重新分配赫尔

曼德河水资源。④ 

2021 年，莱希（Seyed Ebrahim Raisi）担任伊朗总统，阿富汗塔利班重

新掌权，双方就跨界河流治理问题再度进行接触。伊朗试图利用阿富汗局势

动荡和塔利班新政权未获得国际承认的“软肋”，迫使阿富汗让步以获得更

有利、更稳固的水资源分配权。然而，尽管塔利班已承诺将同伊朗就赫尔曼

德河和哈里河水资源重新谈判，展现出善意姿态，但迄今谈判未能启动，合

作成效甚微。2022 年 1 月，因赫尔曼德河水源不足，伊朗爆发反阿富汗示

威游行，阻断了与阿富汗的边境贸易通道。⑤ 同月，伊朗扎博尔市民众不满
                                                                                                                                          
-afghanistan-0/. 

①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A/56/393–S/2001/896,” 
September 20, 2001,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448653/files/A_56_393_S_2001_896- 
EN.pdf. 

② Bill Samii, “Iran/Afghanistan: Still No Resolution for Century-old Water Dispute,”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September 7, 2005, https://www.rferl.org/a/1061209.html. 

③ Najibullah Loodin and Aaron T. Wolf, “Will Islamic Water Management Principles be 
Included if the Helmand River Treaty is Revisited?” Water, Vol. 14, No. 1, 2022, pp. 11-12. 

④ Colin Cookman, “Another Afghan Election Crisis and the Challenge of Power-Sharing,”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March 10, 2020,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0/03/ 
another-afghan-election-crisis-and-challenge-power-sharing. 

⑤ Kazem Sarabi, “Iran Raises Concerns about Afghanistan’s Policy on Water Resources,” 
Caspian News, May 12, 2022, https://caspiannews.com/news-detail/iran-raises-concerns-about- 
afghanistans-policy-on-water-resources-2022-5-11-1/. 

https://www.rferl.org/a/10612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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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限水政策，袭击了阿富汗商贸车队，要求塔利班政府给予下游更多水

源。① 2022 年 7 月，伊朗总统莱希要求有关部门尽快与塔利班政府沟通，

商讨两国合理共享流域水资源问题。塔利班政府一方面积极回应，另一方面

又重启卡贾基大坝二期工程，② 加重了伊朗对水安全的疑虑。 

综上所述，阿伊在赫尔曼德河流域的水争端持续了数十年。伊朗指责阿

富汗将赫尔曼德河“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阿富汗的私人产品”，但阿

富汗否认损害伊朗水权。③ 因水博弈造成的不信任，加上阿富汗与伊朗政府

的不断改组，水资源谈判遥遥无期。塔利班政府认为时间在自己一边，故对

水资源谈判采取拖延战术。但是其落后的水资源管理方式、低效的水资源利

用率和相对不足的谈判能力，使之倾向于单方面开发水资源，满足国内灌溉

用水，同时利用水力发电弥补国内电力缺口。 

（二）阿伊围绕哈里河流域的水争端 

哈里河发源于阿富汗中部山区，向西流入伊朗境内，随后向北形成伊朗

与土库曼斯坦的界河，最终流入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卡拉库姆沙漠。④ 该河全

长 1 124 公里，42%的流域位于阿富汗境内，年均流量约 55 立方米/秒。⑤ 作

为阿富汗境内主要水系之一，哈里河流域承载着农业灌溉和水力发电的双重

任务。2016 年，印度援建阿富汗的兼具发电、灌溉功能的萨尔玛大坝（Salma 

Dam）开工建设。该大坝被称为“印度—阿富汗友谊大坝”，灌溉面积 30.09

万公顷，占阿富汗灌溉耕地总面积的 9%，惠及人口 200 万人，成为哈里河

                                                        
① Mohd Faizee, “The Emerging Dynamics for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Iran and 

the Taliban over the Helmand River,” Water Peace Security, September 9, 2022, 
https://waterpeacesecurity.org/info/blog-09-09-2022-The-emerging-dynamics-for-conflict-and-coo
peration-between-Iran-and-the-Taliban-over-the-Helmand-River. 

② 卡贾基大坝为阿富汗带来 100 兆瓦的水力发电量，并在现有大坝蓄水量的基础上再

蓄水 10 亿立方米。 
③ Fatemeh Aman, “Water Dispute Escalating between Iran and Afghanistan,” Atlantic 

Council, August 2016, p. 4, 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resrep03471.pdf. 
④ 在伊朗和土库曼斯坦修建“友谊大坝”（The Iran–Turkmenistan Friendship Dam / 

Doosti Reservoir Dam）之后，伊朗称哈里河为“Tejen River”。 
⑤ John Shroder and Sher Jan Ahmadzai,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in Afghanistan: 

Climate Change and Land-Use Implications, New York: Elsevier, 2016, pp. 20, 34-37; and 
Najibullah Loodin and Jeroen Warner, “A Review of Hydro-Hegemonic Dynamics on the 
Transboundary Harirud River Basin: 2001-Present,” Water, Vol. 14, 2022,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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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第一大坝。① 阿富汗新修的这一大坝引起下游国家伊朗和土库曼斯坦对

水资源不足的担忧。哈里河是伊朗和土库曼斯坦在萨拉赫斯（Sarakhs）边境

地区共同修建的友谊大坝的唯一水源，也是伊朗边境城市萨拉赫斯和马什哈

德（Mashhad）的主要饮用水来源。伊朗在地表水供应上对阿富汗依存度很

高。萨尔玛大坝投入使用使哈里的水流量减少了约 62%，导致伊朗和土库曼

斯坦在下游的友谊大坝的可用水量从每秒 507 立方米减少到每秒 215 立方

米。② 水坝的修建破坏了上下游国家的政治关系，导致信任赤字。哈里河流

域上下游国家竞相修建水坝、争夺水源，尤其是阿伊未能就水资源利用与分

配签署全流域协议，两国围绕哈里河水资源分配问题始终僵持不下。 

2016 年阿富汗萨尔玛大坝竣工后，阿富汗又于 2019 年启动帕施丹大坝

（Pashdan Dam）建设。③ 大坝启动修建以来，伊朗将阿富汗难民问题、过

境贸易问题、电力供应问题与哈里河水分配利用问题进行捆绑，以此在谈判

中向阿政府施压，甚至纵容当时的反政府组织塔利班破坏大坝建设，导致水

争端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解决难度进一步增大。 

纵观阿富汗与伊朗跨界河流水源争端的百年历史可以发现，水资源的稀

缺性和两国依靠水源灌溉农作物、推动水力发电的同质性是引发争端的客观

原因；两国外交龃龉和政治互信缺失是争端的主观原因。一方面，流域小国

往往利用多边主义对流域大国形成制度约束力，如南美国家通过多边制度约

束巴西。但是阿富汗和伊朗的跨界河流争端主要涉及这两个国家，不像亚马

孙河流域涉及多个主要国家，故无法形成亚马孙河流域治理那样的制度嵌入

模式。另一方面，尽管阿伊两国都是伊斯兰国家，但是伊朗以什叶派穆斯林

为主，阿富汗掌权者（塔利班、卡尔扎伊和加尼政府）都以逊尼派普什图人

为基础，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哈扎拉人和塔吉克人处于阿富汗权力的边缘位

                                                        
① Bob Rout, “How the Water Flows: A Typology of Irrigation Systems in Afghanistan,” 

Afghanista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t, June 2008, p. 8, https://cropwatch.unl.edu/documents/ 
WOL_Irrigation_Typology_Afghanistan.pdf. 

② Thomas Vincent et al., “Developing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What Perspectiv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Afghanistan, Iran and Pakistan?” Afghanista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t, May 2016, p. 54. 

③ 帕施丹灌溉水电大坝项目于 2011 年初开工建设，但因地区局势动荡及塔利班的破

坏，该大坝于 2016 年停工，2019 年恢复。2021 年塔利班重新掌权后，该项目因资金原因再

度停工至今。 

https://cropwatch.unl.edu/documents/WOL_Irrigation_Typology_Afghanistan.pdf


 2023 年第 2 期 

 
88 

置，导致阿伊两国领导层貌合神离，相互猜疑，未能像欧洲国家治理莱茵河

那样建立身份建构模式。 

 
二、第三方介入：阿伊跨界河流争端的外部原因 

 

近百年来，域外大国的军事占领导致阿富汗局势持续动荡，安全问题不

断外溢到邻国，伊朗首当其冲。对伊朗而言，阿富汗政治稳定有助于两国通

过合作解决常年困扰伊朗边境的难民、毒品走私与水资源争端等问题。同时，

敌对国家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会威胁伊朗的国家安全，故伊朗必须确保阿富

汗避免受到域外大国的军事控制。① 阿富汗则开展第三方外交，引入主要大

国及一些国际组织的力量，形成多元平衡，防止受制于伊朗。巴基斯坦是印

度的首要竞争对手，印度通过与阿富汗建立特殊关系对巴基斯坦形成“两面

夹击”，在水资源争端中客观上站在了阿富汗一边。同时，伊朗是美国在中

东的头号敌人，被美方认定为中东地区有能力挑战美国主导权的“反体系”

国家，进而采取诸多敌对行动。② 阿富汗是美伊角力的“中间地带”，伊朗

反对美国占领阿富汗，美国对伊朗干涉阿富汗内政保持警惕，反对伊朗在跨

界河流争端问题上胁迫阿富汗。在跨界河流争端问题上，为达成同阿富汗的

合作，伊朗采用“议题补偿”和“强制合作”双重手段。但是，第三方行为

体美国和印度的介入，削弱了伊朗在水问题上的影响力和谈判优势。其结果

是阿伊两国的跨界河流争端升级为三边博弈，跨界河流争端国际化和多边

化，增加了阿伊就跨界河流治理问题进行谈判的难度。 

（一）域外大国的介入与伊朗“议题补偿”策略的失效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以阿富汗塔利班包庇“基地”组织

为由出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在美军占领下，阿富汗实现民族和解

                                                        
① Alireza Nader et al., “Iran and Afghanistan: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in Iran’s 

Influence in Afghanistan: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Drawdow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4, pp. 8-17; and Kayhan Barzegar, “Iran’s Foreign Policy in Post-Taliban Afghanista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7, No. 2, 2014, pp. 119-137. 

② 特朗普执政后，美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

对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和其他高官实施制裁，将伊朗排斥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
系统之外。美国还“定点清除”“圣城旅”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并在伊朗境内实施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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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是伊朗支持的北方联盟与美国支持的普什图族临时政府达成妥协。① 

阿富汗塔利班是美国和伊朗的共同敌人。由于担心塔利班卷土重来，伊美暂

时缓和对立，在联合国举行的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上密切合作，共同支持普

什图族出身的卡尔扎伊担任总统。② 然而，随着塔利班的式微，美国和伊朗

的矛盾上升。尽管伊朗政府宣布全力支持美国反恐，但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

表示，美国不接受伊朗温和派总统哈塔米（Seyyed Mohammad Khatami）在

阿富汗问题上的“示好”姿态，仍将伊朗视为“邪恶轴心国”。③ 

2002 年 8 月，阿伊两国在赫尔曼德河水资源问题上达成共识。阿富汗

宣布加大对下游供水，但仅十天后，在美国的压力下，阿富汗又切断了赫尔

曼德河的水流。④ 卡尔扎伊政府既亲美，又不愿公开得罪伊朗，故向伊朗推

脱是季节性降雨不足导致的断流。然而直到 2002 年年底，流入伊朗境内的

水量依然没有达到其预期。⑤ 阿伊水分歧的背后是美伊结构性矛盾，两国在

阿富汗展开激烈的安全竞争。 

2004 年 9 月，阿伊双方召开了修订《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

的会议。伊朗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收容来自阿富汗的 400 多万难民，以及

作为阿富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最重要的贸易中转国地位，以向阿富汗提供

发展援助和能源供应为条件，换取阿富汗保障伊朗的水资源供应。然而由于

美国的破坏，会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这并未能阻止伊朗对阿富汗进行“议

题补偿”的努力。伊朗政府在国际会议中支持阿富汗战后重建，增加对阿经

济援助，秘密资助时任总统卡尔扎伊及其他高官，希望换取阿富汗实权派精

                                                        
① Dobbins James, “Our Man in Kabul: What Hamid Karzai’s Rise to Power Means for How 

He Will Govern Now,”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4, 200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 
articles/afghanistan/2009-11-04/our-man-kabul. 

② Barnett Rubin and Sara Batmanglich, “The U.S. and Iran in Afghanistan: Policy Gone 
Awr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October 2008, 
https://www.files.ethz.ch/isn/93911/Audit_10_08_Rubin.pdf; and Stephen Carter, “Iran’s Interests 
in Afghanista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NATO,” 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a’s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alysis, Vol. 65, No. 4, 2010, pp. 977-993.  

③  George W. Bush,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White House, January 29, 2002, 
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④ The Frontier Post, “Afghanistan/Iran: Flow of Hirmand River Approved Frontier Post,” 
November 2002, https://reliefweb.int/report/iran-islamic-republic/afghanistaniran-flow-hirmand- 
river-approved. 

⑤ Bill Samii, “Iran/Afghanistan: Still No Resolution for Century-old Water Dispute,”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September 7, 2005, https://www.rferl.org/a/1061209.html. 



 2023 年第 2 期 

 
90 

英对伊朗水权的尊重。① 2013 年，伊朗向阿富汗援助了总价值达 1 000 万美

元的两台购自德国的发电机组，并承诺将扩大对赫拉特省和尼姆鲁兹省的电

力出口。作为“议题补偿”，伊朗希望阿富汗政府认真履行《阿富汗—伊朗

赫尔曼德河水条约》，避免因水资源争端而爆发边界摩擦。② 然而，尽管伊

朗提出了多议题联动的合作倡议，但在美国和印度的干扰下，阿富汗依然选

择拖延战术，拒绝伊朗提出的增加跨界河流水源的诉求。 

美国和印度对阿富汗的安全和经济援助，增加了阿富汗与伊朗讨价还价

的筹码。第一，美国与伊朗的秩序观不同，在巴以、伊拉克、阿富汗和海湾

安全秩序等问题上，美伊存在权力竞争。针对伊朗通过议题联系与阿富汗进

行利益交换的倡议，美国发出警告，称伊朗图谋在阿富汗推行“门罗主义”，

将美军和北约军队赶出阿富汗。美国参与阿富汗水利设施建设，防止阿富汗

在经济上依附于伊朗。美国还帮助阿富汗政府在赫尔曼德河与哈里河流域规

划大型水电站，修建了赫尔曼德河流域储水量与装机容量最大的卡贾基大

坝。③ 2004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投资 5 亿美元用于卡贾基水电站的扩建工

程，成为美国在该国单次投入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投资既有助于美

军维护阿富汗局势稳定，又避免阿富汗在跨界河流问题上屈服于伊朗，起到

了分而治之、一箭双雕的作用。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对阿富汗的发展援

助也逐年增加。2011 年美国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达 13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其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经费达 6.5 亿美元，起到了进一步离间阿伊的

作用。④ 2016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又援助阿富汗三台涡轮机并投入使用，

使卡贾基水坝的储水量达 17.15 亿立方米，装机容量高达 52.5 兆瓦。美国的

援助使阿富汗稳固了上游的优势，“稀释”了伊朗对阿富汗进行“议题补偿”

                                                        
① Dexter Filkins and Alissa J. Rubin, “Afghan Leader Admits His Office Gets Cash from 

Ira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10, https://www.nytimes.com/2010/10/26/world/asia 
/26afghan.html. 

② Abasin Zaheer, “Tehran Wants Water Treaty with Kabul Enforced,” Pajhwok Afghan 
News, January 27, 2013, https://pajhwok.com/2013/01/27/tehran-wants-water-treaty-kabul- 
enforced/. 

③ 国冬梅、王玉娟、张宁等编著：《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和国别环境保护研究（201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69 页。 

④  U.S. Foreign Assistance, “U.S. Foreign Assistance by Country,” 2011, 
https://foreignassistance.gov/cd/afghanistan/2011/obligation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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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类倡议的效果。 

第二，根据 2014 年《世界水法案》，美国将阿富汗列为水安全领域高

优先地位国家，给予阿富汗更多的经济援助和政策倾斜，同时鼓励芬兰、日

本、法国等域外国家加大对阿富汗水资源开发力度，削弱伊朗的地缘和传统

影响力。① 在国际组织层面，美国于 2022 年发布《白宫全球水安全行动计

划》（White House Action Plan on Global Water Security），称美国将与欧盟、

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等多边组织合作，以多边合作的方式改善包

括阿富汗在内的伙伴国的基础设施，维护阿富汗这个“非北约盟友”的水安

全。② 在美国的鼓励下，欧盟、英国、德国等成为阿富汗的主要援助方。 

第三，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对阿富汗提供的援助也弱化了伊朗“胡萝卜”

政策的吸引力。进入 21 世纪以来，巴基斯坦和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相

继爆发多起边境冲突事件，印度加强同阿富汗合作以孤立巴基斯坦，间接阻

碍了阿富汗与伊朗的水合作。2002 年，印度宣布斥资 7.5 亿美元参与阿富汗

基础设施重建。③ 印度出资在哈里河上游建设萨尔玛大坝，因为该大坝的建

成将截留大量本该流入伊朗的水源，使伊朗与土库曼斯坦的友谊大坝面临无

水可储的窘境，此举引发了伊朗的强烈反对。2021 年 2 月，出于遏制巴基

斯坦的目的，印度和阿富汗签署谅解备忘录，印度将帮助阿富汗再建设一座

大坝，即拉兰德大坝（Shahtoot Dam），以解决喀布尔用水紧张问题。该大

坝计划投入资金 2.36 亿美元，预定三年完工，届时将为 200 万阿富汗人提

供饮用水源，增加灌溉用水并提供电力。④ 印度与伊朗关系友好，但印度与

                                                        
①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 Government Global Water 

Strategy,” 2017, pp. 21-22, 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 
1865/Global_Water_Strategy_2017_final_508v2.pdf. 

② White House, “White House Action Plan on Global Water Security,” June 2022, p. 9,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6/water-action-plan_final_formatted.pdf. 

③ Mohsen Nagheeby and Jeroen Warner, “The Geopolitical Overlay of the Hydropolitics of 
the Harirud River Bas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Vol. 18, No. 6, 2018, p. 14. 

④ Sudha Ramachandran, “India’s Controversial Afghanistan Dams: Indian-built Dams in 
Afghanistan are Causing Trouble with Downstream States Iran and Pakistan,” The Diplomat, 
August 20,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8/indias-controversial-afghanistan-dams/; and 
“India, Afghanistan Sign Agreement to Build Dam,” The Times of India, February 9, 2021,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afghanistan-sign-mou-to-build-shahtoot-dam-in-kab
ul/articleshow/80768283.cms. 

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65/Global_Water_Strategy_2017_final_508v2.pdf.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8/indias-controversial-afghanistan-d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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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客观上影响到下游国伊朗的利益。 

通常，资金充足的上游国家更有能力采取单方面河流开发行动，而阿富

汗虽有意愿却缺乏建设水电项目的技术与资金。在此情况下，经济实力雄厚

的下游国可通过技术转让和经济援助的方式获得上游国的水权承诺，实现上

下游共同开发。然而，美、印等国的发展援助，使阿富汗获得了必要的资本

和技术，削弱了伊朗通过“议题补偿”同阿富汗共同开发跨界河流的吸引力。 

（二）域外大国介入与伊朗“施压胁迫”策略的失效 

在域外大国帮助下，阿富汗在喀布尔河、哈里河与赫尔曼德河流域兴建

了众多水利基础设施。① 其在上游的单边行动不可避免地招致下游伊朗的不

满，伊朗官方表态中充满对阿富汗水电项目的担忧和警告，认为阿富汗水电

站建设威胁其国家安全。伊朗在“议题补偿”策略失败的情况下，采取了一

定范围的“强制合作”措施。伊朗具有实施“强制合作”的优势，主要体现

在三方面。一是两国经济体量上的不对等性；二是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

表现在伊朗是阿富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国，而阿富

汗对伊朗的贸易占比较小；三是伊朗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伊朗的这些优势

赋予了其对阿富汗经济制裁和政治胁迫的潜在能力。 

第一，针对阿富汗在上游的单边开发行为，伊朗从中央到地方一致表达

了强烈谴责，以外交抗议和政治胁迫的方式对阿富汗政府施压。② 2015 年

10 月，伊朗时任外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指责阿富汗单方面开

发上游水资源，认为卡玛尔汗大坝将严重限制赫尔曼德河流入伊朗锡斯坦—

俾路支省的水量。③ 该省既是伊朗国内最贫困的地区之一，也是逊尼派穆斯

林聚居区，缺水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一旦因水源不足而出现渔业减产或

耕地荒漠化，当地极端组织就会借机制造混乱，发动恐怖袭击。④ 2017 年，

                                                        
① 包括萨尔玛大坝、帕施丹大坝、卡贾基大坝、卡玛尔汗大坝（Kamal Khan）和格里

什卡大坝（Grishk）等。 
② Ashley M. Lane, “The Securitization of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Iranian-Afghan Relations in the Helmand River Basin,” Georgetown University, Thesis, 
May 2020, pp. 14-22. 

③ Sudha Ramachandran, “Afghanistan Clashes with Iran over Dam Construction,”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May 2, 2017,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 
-articles/item/13443-afghanistan-clashes-with-iran-over-dam-construction.html. 

④ Bozorgmehr Najeh, “Defeat Group Returns to Haunt Iran,” Financial Times, July 1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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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伊朗总统鲁哈尼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谴责阿富汗政府在未开展环境评估

并知会伊朗的情况下，单方面开发上游水资源，认为此举影响了伊朗水安全。

随后，阿富汗有关官员强硬回击了鲁哈尼，强调阿富汗经济严重依赖农业，

水资源开发利用有助于促进本国经济发展，阿富汗是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公约

的基础上合理开发水资源。① 

第二，伊朗一度通过支持塔利班来反制阿富汗政府，但收效甚微。伊朗

对阿富汗政府对美、印的“一边倒”政策表示不满，反对驻阿美军支持伊朗

俾路支斯坦省的叛乱武装，因此在美军占领阿富汗后放弃了早期与阿富汗塔

利班的对抗策略，转而暗中支持塔利班某些派别，制衡阿富汗政府和驻阿美

军。② 在此过程中，阿富汗政府建设的水利项目成为塔利班武装袭击的重点

目标。③ 2020 年 10 月，塔利班袭击了卡玛尔汗大坝，造成 6 名警备人员死

亡、3 人受伤，激起了当地居民强烈的反伊朗情绪，甚至爆发民众抗议活动。

尽管伊朗政府否认是幕后推手，但阿政府宣称，“赫尔曼德河是我们的，国

家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大坝、抵御入侵。”④ 阿富汗政府动员了数以百计的

当地青年，扩充地方安全部队，鼓励民兵武装拿起武器保卫大坝等国家重点

基础设施。塔利班武装袭击水坝工程的行为，使阿伊间的信任度进一步降低，

伊朗的“强制合作”策略失效。 

                                                                                                                                          
https://www.ft.com/content/4d46483e-90ce-11df-85a7-00144feab49a. 

① Ahmad Majidyar, “Water Crisis Fueling Tension between Iran and Its Neighbors,” Middle 
East Institute, February 28, 2018,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water-crisis-fueling- 
tension-between-iran-and-its-neighbors. 

② Nader Alireza and Joya Laha, “Iran’s Balancing Act in Afghanistan,” RAND Corporation, 
2011, pp. 3-15,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occasional_papers/2011/RAND 
_OP322.pdf. 

③ 2011 年，被俘的塔利班指挥官自称收到伊朗的 5 万美元资助，对方要求破坏正在修

建的卡玛尔汗大坝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阿富汗随即指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塔利班提供

了资金和武器装备，旨在瘫痪阿富汗水坝，以获得赫尔曼德河更大份额的水资源，但伊朗坚

决否认。Sudha Ramachandran, “Afghanistan Clashes with Iran over Dam Construction,”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May 2, 2017,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 
/analytical-articles/item/13443-afghanistan-clashes-with-iran-over-dam-construction.html; and 
Ahmad Majidyar, “Water Crisis Fueling Tension between Iran and Its Neighbors,” Middle East 
Institute, February 28, 2018,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water-crisis-fueling-tension 
-between-iran-and-its-neighbors。 

④ Ali, “Nimroz Residents Vow to Safeguard Kamal Khan Dam from Iranian Plots,” Salaam 
Times, October 29, 2020, https://afghanistan.asia-news.com/en_GB/articles/cnmi_st/features/ 
2020/10/29/featur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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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跨界河流治理中伊朗对阿富汗实施经济制裁和政治胁迫，美国

及其盟友加大了对阿富汗的经济援助力度。美军占领阿富汗以来，美国加大

经济援助力度，助力阿富汗基础设施重建。① 美国也加大对阿经济和社会“输

血”，但阿富汗发展问题积重难返，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民经济体系。

2011 年，美国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推动阿富汗、巴基斯坦同中亚和南

亚地区的互联互通，为阿富汗经济转型提供契机，减少阿富汗对伊朗的经济

依赖。② 此外，国际开发协会、亚洲开发银行、欧盟、德国、英国、日本、

瑞典、加拿大等组织和国家均向阿富汗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削弱了下游强国

伊朗对阿富汗的强制能力。③ 

为阻止伊朗向阿富汗军事渗透，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还加强对阿军事

援助。印度也向阿富汗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是仅次于美国、日本、

英国、德国的第五大对阿援助国，印度还一度向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提供武

器装备，派出军事顾问。④ 尽管伊朗和阿富汗实力悬殊，但阿富汗两任民选

政府凭借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印度的支持，使伊朗难以实施政治胁迫或诉诸军

事手段解决跨界河流争端。⑤ 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大国在阿富汗形成了多

元平衡，以北约、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地区组织，以美国、俄罗斯、中国

和印度为代表的大国，以沙特、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地区强国等在

阿富汗频繁互动，使伊朗难以在阿富汗形成垄断性权力，无法通过“强制合

作”迫使阿富汗在跨界河流问题上妥协。 

显然，伊朗、阿富汗和域外第三方的博弈形成了复杂的关系，尤其是美

国与其他域外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介入制约了伊朗通过“议题补偿”与“强制
                                                        

①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 Overseas Loans and Grants 
(July 1, 1945-September 30, 2019),” 2019, p. 126, https://pdf.usaid.gov/pdf_docs/ PBAAJ833.pdf. 

② 王世达：《美国全面调整阿富汗政策及其影响》，《南亚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13—28 页。 
③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active Summary Charts 

by Aid (ODA) Recipients,” May 2022, https://public.tableau.com/views/ 
OECDDACAidataglancebyrecipient_new/Recipients?:embed=y&:display_count=yes&:showTabs=
y&:toolbar=no?&:showVizHome=no. 

④ Dawood Azami, “World Powers Jostle in Afghanistan’s New Great Game,” BBC News, 
January12, 2017,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38582323. 

⑤ Lowi Miriam, Water and Power: The Politics of a Scarce Resource in the Jordan River 
Bas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d Alwyn Rouyer, Turning Water into 
Politics: The Water Issue in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London: Macmilla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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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迫使阿富汗在水资源方面让步的效果，成为阿伊跨界河流治理赤字、

水争端国际化的外部原因。伊朗要求阿富汗重启赫尔曼德河与哈里河水资源

问题谈判，阿富汗在外部大国的默许下采取拖延战术，对伊朗的供水口惠而

实不至。 

因此，在第三方介入的背景下，伊朗的“议题补偿”和“强制合作”方

式均难以产生实际效果。一方面，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印度提供的经济援

助，伊朗难以将双边贸易额、国际中转贸易和能源供应转化为跨界河流的激

励手段。另一方面，阿富汗虽是弱国，但占据上游的优势地理位置；伊朗虽

是地区强国，但却处于下游的劣势地理位置，在外部大国的军事援助下，伊

朗难以建立“水霸权”，无法像美国围绕科罗拉多河治理那样，依靠绝对权

力优势建立“霸权护持模式”。 

 
三、阿伊跨界河流治理的双重困境分析 

 

西亚、北非地区淡水资源不足全球的 1%，水资源的稀缺与用水量逐年

增加导致上下游国家的水争端长期得不到解决。① 受资源民族主义和水资源

安全化的影响，各国都将水资源视为执政合法性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国

家间对水资源的争夺常常导致冲突的国际化和多边化。② 尼罗河、约旦河、

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赫尔曼德河与哈里河等跨界河流成为中东河流治

理的难题。伊朗同阿富汗的水争端主要集中在赫尔曼德河与哈里河流域。按

照学界对水资源稀缺性与合作可能性的“倒 U 型”曲线理论 ③，与人均可再

生水资源仅 1 571 立方米的下游国家伊朗相比，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1 758 立

                                                        
① World Population, “World Population Statistical Data,” https://populationstat.com; and 

Adnan Al-Qurashi and Tahir Husain, “Sustainable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Plan for the 
Middle-East Countries,” World Water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Congress, April 26, 2012, p.1. 

②  Bellie Sivakumar, “Water Crisis: From Conflict to Cooperation: An Overview,” 
Hydrological Sciences Journal, Vol. 56, No. 4, 2011, pp. 531-532; and Naho Mirumachi, “River 
Development and Bilateral Cooperation: The Lesotho Highlands Water Project Case Study,” in 
Velma Grover, ed., Water: A Source of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Boca Raton: CRC Press, 2019, pp. 
177-194. 

③  Shlomi Dinar, “Scarcity and Cooperation along International River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9, No. 1, 2009, pp. 10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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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的上游国家阿富汗更有推进跨国水资源谈判的动机。① 在跨界河流争端

中，下游伊朗处于被动地位。与巴基斯坦同阿富汗存在“杜兰线”争议不同，

伊朗与阿富汗不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同时，鉴于两国在经济体量、贸

易依存度和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伊朗对阿富汗的经济、文化影响

力和在难民问题上的话语权，伊朗和阿富汗的跨界河流合作本应取得进展，

或以广泛的议题联系为基础开展水权合作，或依托伊朗的实力迫使阿富汗在

水资源谈判上妥协。 

（一）阿伊跨界河流治理的上下游困境 

对伊朗而言，主动发起与阿富汗的跨界流域合作是其对阿外交的重中之

重。由于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和地表水的跨国分布，伊朗国内缺水问题日益严

峻。② 水资源匮乏、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伊朗严重的

环境危机，影响了伊朗的粮食安全和政治社会稳定。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

由于阿伊两国关系恶化，塔利班政府曾切断赫尔曼德河向下游的供水，导致

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哈蒙湿地出现严重的湖水干涸危机与次生灾

害。③ 因此，伊朗迫切希望改善同阿富汗的双边关系，保护伊朗东部逊尼派

穆斯林聚居区生态环境，防止水资源匮乏引发当地民众的分离主义情绪。④ 

伊朗与阿富汗的非对称权力关系和非对称上下游关系是双方安全困境

                                                        
①  以上数据均来自 World and National Data, Maps & Rankings, https://cn.knoema. 

com/atlas。根据国际标准，每年人均可再生水少于 1700 立方米的国家即面临水稀缺状态。

参见 Falkenmark Malin et al., “Macro-scale Water Scarcity Requires Micro-scale Approaches,”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Vol. 13, No. 4, 1989, pp. 258-267. 水资源压力是指每年抽取的总水

量（城市、工业和农业）占全年可用水总量的百分比。数值越大意味着用户之间的水竞争越

激烈。参见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ater is a Source of Growing Tension and Violence in the 
Middle East,” August 27, 2018, https://www.wri.org/blog/2018/08/water-source-growing-tension 
-and-violence-middle-east。 

② 1994—2014 年，伊朗平均地表径流已从 738 亿立方米降至 520 亿立方米，地下水累

计短缺量从 650 亿立方米增加到 1 090 亿立方米。Ali Moridi, “State of Water Resources in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logy, Vol. 1, No. 4, 2017。 

③ Alex Dehgan et al., “Water Security and Scarcity: Potential Destabilization in Western 
Afghanistan and Iranian Sistan and Baluchestan due to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in Erika 
Weinthal, Jessica J. Troell, and Mikiyasu Nakayama, eds., Water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UK: Routledge, 2012. 

④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Supreme Leader Urges Afghanistan to Recognize 
Iran’s Water Rights,” March 4, 2003, https://reliefweb.int/report/iran-islamic-republic/iran- 
supreme-leader-urges-afghanistan-recognize-irans-water-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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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根源。按照有限领土主权原则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阿

富汗作为经济发展落后的上游国，开发跨界河流应以不对下游国“造成重大

损害”为前提，但尚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阿富汗无法为其水利开发行动对下

游国造成的损害提供合理公平的补偿。① 《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

的关键条款模糊，在缺乏多边机制约束的情况下，阿富汗担心同伊朗开展域

内水合作，可能会使本国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② 因此，阿富汗缺乏同伊朗

开展水合作、重启条约谈判的意愿。在两国的跨界流域合作中，阿富汗是既

得利益者，掌握主动权；伊朗是利益受损者，在外交上更加积极主动。 

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后，伊朗积极参与阿富汗国家重建，不仅在军事和

财政上援助北方联盟，而且帮助阿富汗建立过渡政府，以期与阿富汗在跨界

河流问题上形成利益共同体。伊朗多次向阿富汗政府提供援助，如在 2002

年关于阿富汗重建的东京会议上认捐 5.6 亿美元，在 2006 年的伦敦会议上

认捐 1 亿美元，主要用于阿富汗赫拉特省的基础设施重建。③ 作为在阿富汗

投资的一部分，伊朗还帮助阿富汗建设清真寺、学校和新闻机构，并接收来

自阿富汗的留学生，对阿富汗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④ 伊

朗对阿富汗的军事、经济优势以及经济与文化影响力，都是其迫使阿富汗在

水权方面妥协的筹码。 

阿富汗境内水资源相对丰富，但由于长期战争造成水利设施破坏，而且

其境内河流又主要依赖季风与高山融雪补给，淡水资源利用率低，缺乏储存

                                                        
①  McCaffrey Stephe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Non-Navigational Uses of 

International Watercourses,” United Nations Audiovisual Librar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7, 
https://legal.un.org/avl/pdf/ha/clnuiw/clnuiw_e.pdf; and McMurray James and Dan Tarlock, “The 
Law of Later-Developing Riparian States: The Case of Afghanistan Transboundary Water 
Allo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olloquium Article,” New York University Environmental 
Law Journal, No. 3, 2005, pp. 711-763. 

② Thomas Vincent et al., “Developing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What Perspectiv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Afghanistan, Iran and Pakistan?” Afghanista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t, May 2016. 

③ Rajev Agarwal, “Post Afghanistan 2014: Options for India and Iran,”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No. 247, 2014, pp. 2-3, https://css.ethz.ch/en/services/digitallibrary/ 
publications/publication.html/178140. 

④ Alireza Nader et al., “Iran and Afghanistan: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In Iran’s 
Influence in Afghanistan: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Drawdow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4, pp.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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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节水技术，使阿富汗同样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① 数十年的内战使

阿富汗的灌溉和水力发电等生产性基础设施几乎处于崩溃状态，2018 年阿

境内的 790 万公顷耕地中只有 360 万公顷得以灌溉，同时有 80%的电力依靠

从邻国进口。② 阿富汗国内水利设施的灌溉能力不足迫使当地居民改种耐旱

的罂粟，导致阿富汗成为区域毒品泛滥的源头。③ 因此，为使更多耕地得到

灌溉，并满足国内用电需求，阿富汗历届政府都重视境内河流的水利工程建

设，优先满足国内的用水需求。 

阿富汗与伊朗同为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粮食安全问题，阿富汗 97%、伊

朗 80%的跨界河流水资源用于农业灌溉。④ 由于水资源稀缺和上下游国家外

交关系的波动，阿伊围绕水资源分配的博弈从未停止过。水谈判迟迟未能取

得进展，背后是三类行为体互动的结果：上游国、下游国和域外大国。在互

动过程中，上下游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既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又是由综合

国力强弱决定的。从阿伊跨界河流治理困境可以看出，上游弱国、下游强国

的权力分布格局不利于跨界河流合作。 

从上下游国家关系互动来看，由于阿伊跨界河流主要流经这两个国家，

难以形成多边合作机制。作为弱国的阿富汗，在双边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故无法像亚马孙河流域国家那样，通过机制化路径实现水合作。同时，伊朗

是以什叶派为主体的伊斯兰神权制国家，阿富汗是以逊尼派普什图族为主体

的国家，两国农业发展的同质化造成了对水资源的恶性竞争；阿伊外交龃龉

造成了政治友好度降低，使两国难以像欧洲国家围绕莱茵河治理那样，在共

同的文化认同基础上开展跨界河流合作。 
                                                        

① Alex Dehgan et al., “Water Security and Scarcity: Destabilization in Western Afghanistan 
due to Interstate Water Conflicts,” in Erika Weinthal, Jessica Troell, and Mikiyasu Nakayama, eds., 
Water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UK: Routledge, 2012, pp. 305-326; and Palmer Moloney 
and Laura Jean, “Water’s Role in Measuring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Helmand Province, 
Afghanistan,” Water International, Vol. 36, No. 2, 2011, pp. 207-221. 

② Sudha Ramachandran, “Afghanistan Clashes with Iran over Dam Construction,”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 May 2, 2017,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 
analytical-articles/item/13443-afghanistan-clashes-with-iran-over-dam-construction.html. 

③ Hearns Glen, “Dammed if You Do and Damned if You Don’t: Afghanistan’s Water 
Woes,” in David Reed, ed, Water, Securit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 168-188. 

④ Paula Hanasz, “The Politics of Water Security between Afghanistan and Iran,” Strategic 
Analysis Paper, Future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2012,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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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伊跨界河流治理的域内外困境 

伊朗影响阿富汗外交主要依靠两种策略。首先是“议题补偿”策略。强

国通过某些令弱国感兴趣的议题对其进行物质利益补偿，以换取后者对前者

水权的保障。① 在此背景下，占据区位优势的小国根据其对“议题补偿”的

满意度，决定是否进行流域合作开发。作为流域内强国，伊朗具备引导阿富

汗参与跨界河流协同治理的潜在能力。1988 年两伊战争结束以来，伊朗亟

须维护国内政局稳定与促进经济稳步增长。伊朗与阿富汗开展密切的经贸往

来，2013 年两国贸易额已达 50 亿美元，占阿富汗外贸总额的 1/3。伊朗向

阿富汗出口食品、药品、石油和水泥，阿富汗尤其依赖伊朗的石油、燃料和

电力。由于阿富汗的工业基础薄弱，其对伊朗的贸易依存度是伊朗对其贸易

依存度的 200 倍以上。② 双方经贸关系的不对称性为伊朗提供了在水争端上

制衡、制裁阿富汗的条件。此外，在难民问题与毒品问题治理上，阿富汗有

求于伊朗，两国拥有广泛的议题合作空间，可以为双方就跨界河流合作提供

利益交换的基础。③ 同时，伊朗对阿富汗第三大族群哈扎拉人有较大影响力，

与阿富汗第二大族群塔吉克人也保持着良好关系，这两大族群成为阿伊开展

跨界流域合作的政治纽带。④ 其次是“强制合作”策略。在跨界河流治理中，

流域国家的实力差距使强制性合作成为可能。⑤ 正如托马斯·谢林（Thomas 

Shelling）所指出的，威胁的效果取决于对方是否深信不疑。威胁方必须重

新组合或调整自己的威慑政策，向对方展示自己施加威胁的决心。否则，胁

                                                        
① Itay Fischhendler and Eran Feitelson, “Spatial Adjustment as a Mechanism for Resolving 

River Basin Conflicts: The US-Mexico Case,”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2, No. 5, 2003, pp. 
557-583；朱杰进、诺馥思：《国际制度设计视角下的澜湄合作》，《外交评论》2020 年第 3
期，第 45—68 页。 

② Thomas Vincent et al., “Developing Transboundary Water Resources: What Perspective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Afghanistan, Iran, and Pakistan?” Afghanista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Unit, May 2016, p. 21,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5742a3ea4.html. 

③ Jalali Ali, “Background Briefing: The Geopolitics of Afghan-Iranian Relations,”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75, No. 2, 2021, pp. 304-320. 

④ Rajev Agarwal, “Post Afghanistan 2014: Options for India and Iran,”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No. 247, 2014, pp. 2-3, https://css.ethz.ch/en/services/digital-library/ 
publications/publication.html/178140. 

⑤ Mark Zeitoun and Jeroen Warner, “Hydro-hegemon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Conflicts,” Water Policy, Vol. 8, No. 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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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会丧失其自身价值。① 据此，强国为获得弱国的水权让步而发出的强制信

号必须是可信的，使弱国感受到强国有决心、有能力实施报复和打击。否则，

弱国只会将强国的恐吓与威胁视作一种口头上的虚张声势而不予理睬。② 在

此过程中，强国将跨界河流水争端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使之达到在国内

凝聚民意、在国际上展现争夺水权的决心。③ 流域内国家如果拥有综合国力

优势，弱国将被迫采取合作态度，如放弃单方面修建水电站和拦洪坝等。然

而，跨界河流治理不光是流域内国家间关系问题，域外大国的干预也成为重

要变量。域外大国具有联合弱国遏制地区霸权国的动机，以防止地区霸权国

垄断整个流域。尤其是域内大国与域外大国存在安全竞争的背景下，域外大

国更倾向于在冲突方之间选边站队，避免流域内小国追随地区大国。由于美

国和印度的介入，伊朗难以对阿富汗采取“强制合作”的措施。 

在上下游国家将跨界河流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域外大国介入纷争

的背景下，跨界河流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从阿伊水

资源争端可以看出，域外大国从权力平衡出发，依靠两种手段干预流域内国

家的水合作：一是通过为上游弱国的水利项目提供发展援助，降低强国对弱

国提供利益补偿的吸引力，破坏上下游国家的利益共生关系；二是与弱国建

立军事联系与安全援助关系，以常态化驻军或签订双边安全协议等方式，防

止弱国受强国的胁迫而妥协。 

因此，在上下游、域内外国家的共同作用下，伊朗无论是诱导性的“议

题合作”，还是胁迫性的政治施压都无法打动阿富汗。阿伊跨界河流治理陷

入上下游、域内外双重困境，水谈判与水资源共同开发遥遥无期。 

 
结  束  语 

 

阿富汗与伊朗关于水权的争夺长期持续，冲突、分歧是常态，有效的危

                                                        
①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1—32 页。 
② 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徐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 页。 
③ 杨原：《弱权即公理——决心对比、选择效应与不对称冲突的结果》，《世界经济与

政治》2022 年第 5 期，第 46—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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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管控机制尚未形成。两国的权力对比关系和上下游区位优势形成错位，结

果相互抵消，这是跨界河流治理困境的内部根源；第三方的介入成为阻碍阿

富汗与伊朗开展跨界水资源共同开发的外部原因。作为地区强国，伊朗掌握

“议题补偿”和“强制合作”的“胡萝卜与大棒”优势，但美国通过与阿富

汗合作制衡伊朗，印度通过与阿富汗合作制衡巴基斯坦，使阿伊两国难以形

成有效的跨界河流治理模式。域外大国的介入，导致伊朗提出的跨界河流治

理方案对阿富汗来说难以形成吸引力与合意性，故阿富汗合作动力不足。美

国等国的军事介入，也使下游强国伊朗无法通过政治胁迫促使两国加强跨界

河流治理，故阿伊未能形成合作范式。2021 年以来，伊朗和阿富汗政治生

态均发生重大变化。在伊朗，保守派代表人物莱希担任总统，宣布新一届政

府将邻国放在对外关系的首要位置。伊朗表示愿意与塔利班政府修复关系，

同时呼吁塔利班尊重阿富汗什叶派族群的宗教权利，维护两国边境安全，共

同打击“伊斯兰国”及其分支，修订《阿富汗—伊朗赫尔曼德河水条约》。

2021 年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后，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为

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再度掌权的塔利班以更加务实的姿态同伊斯兰神权国

家伊朗打交道。① 即便如此，伊朗与塔利班政权的关系仍处于不确定状态，

2022 年两国还因跨界河流水资源问题爆发冲突。 

当前，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均面临稳定政局、发展经济、打击恐怖

主义和应对西方制裁等艰巨任务，均释放出改善关系的积极信号，但是跨界

河流治理既涉及内政问题，又涉及外交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在短期

内取得国内和国际共识。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后，拜登政府对阿富汗局

势的干预能力下降；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总体缓和，印度打“阿富汗牌”

的意愿也不如以前。美国以及相关西方国家和北约从阿富汗抽身，为上下游

国家直接谈判提供了积极条件。发挥域外力量的积极作用，促进阿富汗和伊

朗在跨界水资源争端问题上由上下游零和博弈到全流域共治，是亚洲国家构

建“跨界河流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责任编辑：石晨霞] 
                                                        

① Najibullah Loodin and Aaron T. Wolf, “Will Islamic Water Management Principles be 
Included if the Helmand River Treaty is Revisited?” Water, Vol. 14, No. 1, 2022,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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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 significant normativ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erican 
transregional security minilateralism represented by AUKUS and the local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in Southeast Asia represented by ASEAN.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U.S.-led minilateral military security 
cooperation based on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competit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it 
relies on and the ASEAN-led region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its ASEAN 
Way, ZOPFAN, and the inclus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This determines that as a 
security minilateralism, AUKUS’s functionality and flexibility point to the 
deconstruction of ASEAN centrality, rather than “conducive to maintaining 
ASEAN centrality” claimed by AUKUS. The cognition and reaction of ASEAN 
and its member states to AUKUS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for the above 
conclusion, and this tension will certainly have multiple impacts on the regional 
legitimacy of AUKUS and the overall regional security. 
KEYWORDS: Minilateralism,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AUKUS, norm 
competition, ASEAN cen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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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crisis, international water 
disputes are escalating, and cross-border river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re are four governance models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ross-border rivers, namely, hegemonic protection, issue 
compensation, system-embedding,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fghanistan and 
Iran, both Islamic countries with homogenous society and interdependent 
economies, have not only failed to form a cross-border river governance model, 
but also have fierce water disputes driven by two sets of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First, Afghanistan, the upstream weak country, boast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while Iran, a powerful downstream country, enjoy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dvantages.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regime 
is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the dilemma of cross-border river governance. Second,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s Afghanistan to contain Iran, while India supports 
Afghanistan to curb Pakistan.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the major countries in 
Afghanistan makes Iran’s “issue compensation” and “political coercion” 
strategies ineffective. To solve the dual dilemma, Kabul and Tehran should 
downplay resource nationalism internally, and obtain necessar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ssistance externally, shifting from the symbiosis of 
interests to the symbiosis of security; from unilateral governance to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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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 co-governance, thus establish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long 
cross-border rivers. 
KEYWORDS: Afghanistan, Iran, transboundary river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global governance 
 
 
Interpreting Transboundary Ethnic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kistan’s “New Nation” Phenomenon  
JIANG Hongyi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N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fghan 
refugee issue. As Afghanistan becomes more stable, refugees are returning home, 
but a large number are still reluctant to leave Pakistan, mainly because 
Afghanistan cannot fully guarantee a peaceful life and lack of economic 
opportunities. Many Afghan refugees have been living in Pakistan for decades, 
and a new generation is growing up in a completely new environment, especially 
children born and raised in Pakistan who regard themselves as a part of Pakistani 
society. Thus, the “New Nation” of Pakistan gradually took shape. The “New 
Nation” has also caused many other social problems, especially the refugees’ 
identity in two countries. The identity of transboundary ethnic groups is very 
sensitive, which easily poses trans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The only viable 
solution i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ke joint efforts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refugees, help Afghanistan realiz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maintain a benign domestic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refugees’ 
repatriation, and safeguard regional security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KEYWORDS: Pushtuns, refugee, New Nation, identity, transboundary ethnic 
groups 
 
 
Sino-EU Gree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New Patterns and China’s 
Responses 
LI Xinlei and HAO Junyi 
ABSTRAC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U) in the 
field of clean energy has evolved in new and diverse way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ncreasing demands for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growing 
interdependence in green trade, as well as complementarity in green industries, 
have led to a stronger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two entities. Recent developments 
indicate that China and the EU are making more concerted efforts to coordinate 
their actions on clean energy. This has been manifested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various platforms and frameworks and a broadening of the areas of 


